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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纲：
理论、框架及前景∗

熊春文

提要：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
诞生。 中国当前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的破土
新生具有重要意义。 在追溯其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基
本框架，展示了其核心议题。 中国农业社会学既可以通过与诸学科的对话交
流积极表明自身的学科洞见，为本土社会学及世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也
可在与农业文明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
声、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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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社会学的兴起

在欧美学术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基

本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门被称为“农业社会学”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学科。 作为学科建制的农业社会学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为

挽救农村社会学的“迷惘”和“危机”而诞生的（Ｎｅｗｂｙ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８０）。
农村社会学的危机是二战后欧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一点

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经过农业现代化的快速

发展，美国的农产品供给超过了社会总需求。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９ 年，美国的

农场数量从 ５４０ 万个减少到 ２７０ 万个，有一半的农场歇业或被兼并到

大农场中，大量的农民被迫或主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 （Ｏｌｓｅｎ，
１９９１：７）。 面对汹涌澎湃的城市移民潮、日渐萧条的农村社区，早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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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社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学逐渐失去“市
场”和研究对象，陷入了迷惘和困境。 学科危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末这 ２０ 年间，西方农村社会学教授席位

明显减少、研究经费大幅缩水、学科地位迅速下降，人们对农村社会学

的热情大大降低，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Ｎｅｗｂｙ，１９７８：４）。 农村社

会学的危机引发了从业者的反思与激烈批判，农业社会学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诞生的。 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如纽比（Ｈ． Ｎｅｗｂｙ）、弗里德曼

（Ｈ．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巴特尔（Ｆ． Ｈ． Ｂｕｔｔｅｌ）等喜欢称农业社会学为“新农

村社会学”或“批判的农村社会学”，表明其试图以农业研究为农村社

会学重续生命的立场与抱负。 这些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雄

心，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数量

急剧减少、农村社区迅速萎缩甚至凋敝，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已消

失，其重要性已下降，恰恰相反，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存在着

诸多问题，会对世界社会经济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世界粮食市场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些问题亟须包括社会学在

内的多学科研究给予解释和应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巴特尔等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一书是这一学科里

程碑式的著作（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此后，农业社会学逐渐占据国际

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 进入 ２１ 世纪，西方农业社会学更是在理

论与方法、研究主题、著述与研究队伍等方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其核心议题包括从全球化到粮食安全、从农业政策到动物福利、从
农场性质到生态环境等更加广泛的领域（熊春文，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 年，新
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激发了一些农业社会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对新

近生物技术农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延伸了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

解释链条，使之成为农业社会学的前沿领域（Ｐｅｃｈｌａｎｅｒ，２０１０）。 农业

社会学的新发展不仅使农村社会学恢复了原有的活力，而且因其在诸

多领域所展示的洞见和贡献越发增强了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村社会学的

学科发展也面临与 ２０ 世纪晚期西方发达国家相仿的形势———农业产

能过剩、农村日渐凋敝、民工潮体量巨大。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农业现象和社会问题，亟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

并提出应对之策。 如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休闲农业、都市农业、农
业文化保护等新现象、新议题层出不穷，与此相关的问题与争论如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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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面源污染、转基因伦理等，超出了农村

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原有的研究领域，更超出了以农业技术为对象的

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显然，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于综合、系统地研究农业领域的社

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针对我国农业领域出现

的新现象、新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尤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已经开展了

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可被归到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范畴，但具有明确的农

业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突破性意义的研究当属朱启臻教授的相关研究。
他在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专著中为中国农业社会学这一学科

勾勒了基本框架。 此后，他还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出版、发表了《生
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等著作和论文（朱启臻，
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朱启臻、陈倩玉，２００８；朱启臻、王念，２００８；
朱启臻、杨汇泉，２０１１；朱启臻等，２０１４）。 可以说，朱启臻及其研究对

于中国农业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性贡献。
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以中国知网

为例，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以“农业社会学”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到的文

章只有 １０ 篇；如果模糊检索，剔除重复文章和无关文章也只检索到 ４９
篇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主题包括农业社会学的渊源与发展、农业的多

功能性、农业劳动力培训与流动、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与粮

食安全等。 当然，还有不少文章虽然标题或关键词上没有“农业社会

学”字样，但依据研究内容上划分可以归属到农业社会学的范畴，尤其

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视角下对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如关于小农经

济、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业的研究等（丁长发，２０１０；黄宗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贺雪峰，２０１５；陈义媛，２０１３，２０１６；黄瑜，２０１５；孙新华，
２０１５；严海蓉、陈义媛，２０１５）。 这些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质量上乘的

成果，但从数量上看，所有这些研究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

相比仍可谓九牛一毛；从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来看，农业社会学研究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在追溯农业社会学发展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农业社会学

的理论传统，建构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农业社会学的现状

与前景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奠定更为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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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

按照迈克尔（Ｐ． 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和巴特尔的观点，农业社会学起源于

古典理论对农民研究的重新发现，这些研究既包括马克思、列宁、考茨

基（Ｋ． Ｋａｕｔｓｋｙ）的著作，也包括恰亚诺夫（Ａ． Ｃｈａｙａｎｏｖ）的著作（迈克

尔、巴特尔，２００５）。 沙宁（Ｔ． Ｓｈａｎｉｎ）在《农民和农民社会》一书中概括

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恰亚诺夫的

“独特经济”类型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由克鲁伯（Ａ．
Ｌ． Ｋｒｏｅｂｅｒ）等发展的涂尔干传统（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４）。 黄宗智（２０００：１ －
４）则把农民学的三个传统概括为：以舒尔茨（Ｔ． Ｗ． Ｓｃｈｕｌｔｚ）和波普金

（Ｓ． Ｐｏｐｋｉｎ）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恰亚诺夫、波兰尼、斯科特（ Ｊ． Ｃ．
Ｓｃｏｔｔ）等为代表的实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巴特尔等人在《农业社

会学》一书中指出，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是农业

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理论传统（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７８）。 本

文主要讨论马克思、恰亚诺夫和韦伯所确立的农业社会学的三大理论

传统，通过向这些最重要的理论传统致敬的方式来整理农业社会学可

能的理论基础知识。 中国目前有关农业社会问题最有前景的研究以及

对于农业发展道路最为重要的争论都与这些理论传统有很大关联。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西方农业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理论传

统，早期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以“批判的农村社会学”为号召，其批判

性主要来自（新）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在第一代农业社会学的作品

中还经常看到“农业社会学或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字样。 换言之，在很

多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家那里，农业社会学就等于农业政治经济学。 正

如前文所述，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认为，农业社会学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的出现是对 １９ 世纪社会思想遗产的补充，这一补充运动的原动力

是重新发现古典理论关于农政发展（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研究传

统，并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工具来分析现代农业结构 （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０：９１）。 而巴特尔等人所谓农政研究的古典传统，主要是由

马克思、列宁以及考茨基确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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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的由商品生产、资本积累、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组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的

核心是从商品生产或资本积累出发，解释包括生产关系（核心是财产

关系）、政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和规律。 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生产或资本是根

本的自变量或终极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资

产阶级和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形成。 小农经济或被资本主义生产所

替代，或被消解；农民则最终会被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和资本主义工业

所需的廉价劳动力（陈义媛，２０１３）。 列宁延续马克思的传统，论证了

随着土地、劳动和产品的商品关系的发展，俄国工业资本市场伴随着农

民与地主经济的解体而出现。 他将农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富农、中农和

贫农阶级。 他认为富农将逐渐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贫农阶级会沦为

无产阶级劳工；中农阶级中的少数人会加入前者的行列，大多数人则会

成为后者。 列宁结合了两种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论述了俄国的发展，即
容克（普鲁士式）和农场主式（美国）道路，这两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为雇

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列宁，１９８４ ／ １８９９：１４７ － １５４；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０：９３）。 列宁之后，考茨基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农业从属

于资本所存在的障碍，试图修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逻辑。 考茨

基认为，农业的特殊性（不可移动的有限的耕地）、来自其他地方的农

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东方农业和移民农业）、有利于“中农”的国家

政策等都会阻碍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 考茨基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农业

中的资本积累过程会把农民的家庭农场再生产出来，将其作为劳动力

和商品的来源补充土地资本和 ／或工业资本的不足，由此改变资本的逻

辑（Ｋａｕｔｓｋｙ，１９８７ ／ １８９９；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０：９４）。 当然，考茨基

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 在考茨基那里，即便

小农家庭这一形式不被大地主彻底消灭，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企业主

的剥削（转引自陈义媛，２０１３）。
第一代西方农业社会学正是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两个主

要方向发展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西方农业已经并将继续展现资本主义

的发展趋势，就像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及英格兰东部大规模农场所显示

的那样；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解释为什么农业的特殊性会对资本主义

发展产生阻碍，使得农业经历比工业部门更缓慢、更不均衡的资本主义

进程。 前一方向中，在马克思、列宁之后，有关西方农业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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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研究就是将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

渡阶段。 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能依据诸如无产阶级化、资本的集中

和积累、阶级分化等传统的范畴才能分辨出来。 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

有弗里德兰（Ｗ． Ｈ． Ｆｒｉｅｎｄｌａｎｄ）、纽比（Ｈ． Ｎｅｗｂｙ）、高斯（Ｋ． Ｆ． Ｇｏｓｓ）等
人。 后一方向则以曼（Ｓ． Ａ． Ｍａｎｎ）和狄金森（Ｊ． Ｍ．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弗里德

曼等为代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曼和狄金森在研究中发现，农业季节性

所导致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会成为劳动过程常规化的一个

阻碍，使得农业比其他部门利润更薄，从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Ｍａｎｎ
＆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７８）。 两个方向上的农业政治经济学都开展了大量的经

验研究和理论争论，推动着农业社会学迅速发展（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７９；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０：９１）。

巴特尔等（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１７１ － １８１）在《农业社会学》一书中

对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农业社会学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归纳了农

业社会学的发展特点，并预测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趋势：（１）曾经占主导

地位的古典演绎理论逐渐式微，注重时间和空间因素以理解多样性的

农业形式的新的理论策略正在兴起；（２）农业越发被一种更加包容的

方式概念化，包括商品体系“纵向化”和农村社会结构“横向化”；（３）
农业社会学认识到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所谓美国农业结构或

模式；（４）对于国际食品和农业体制以及国际商品综合体系的兴趣日

益增加；（５）关注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变迁问题；（６）对于性别

和家庭农场的持续研究；（７）将历史方法用于理解当代农业问题产生

的历史根源；（８）把农业危机作为一个关键个案来检测农业社会学对

于农业变迁的命题；（９）关注“流通领域”，以理解影响农业生产背后的

力量。 这些主要的理论发展新趋势确实预示了西方主流农业社会学在

当代的发展。 关于这一理论范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及 ２１ 世纪初的

代表成果和主要观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所介绍（熊春文，
２００９），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以伯恩斯坦的《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为例，
展示马克思理论传统的农业社会学的新近发展与可能价值。 之所以选

择这本书，首先是伯恩斯坦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确保了其品质；其次，这
部著作虽然是本“小书”，但其是在“上百年来成千上万本典籍”（伯恩

斯坦，２０１６：１）的基础上形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他运用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分析方法的娴熟程度，以及分析农政变迁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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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几乎讨论了巴特尔在

《农业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所有重要理论问题，涉及了其预测的几乎所

有前沿议题，这使其具备了时代性和前瞻性。
伯恩斯坦非常明确地宣称，《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运用了

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或从更广义上而言，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 这些理论来源于卡尔·马克思”（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３）。 其“目标

是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代世界多样

而复杂的农政历史” （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５）。 具体而言，伯恩斯坦

（２０１１：３３）从马克思理论的特定概念———生产和生产率、劳动分工与

合作、再生产、剩余、剥削和积累等出发，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大关键

问题，将其作为对生产与再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谁拥有什么？
谁从事什么？ 谁得到了什么？ 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 以这一框架为

基础，他追溯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起源

的不同道路，这些道路与各个国家的农业转型有很大关系，涉及列宁、
考茨基、恰亚诺夫的争论，展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复杂性

之间的关系（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５３）。 该书还讨论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殖民主义对当地农政变迁的影响，同样涉及小

农是否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问题（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８８）。
以上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分析，接下来伯恩斯坦把

触角一直延伸到当代。 先是从本土化的农耕 （ ｆａｒｍｉｎｇ） 到农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市场的不断扩大，促成了第一

个国际粮食体制的形成（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 １９１４ 年）；其次是从自由贸

易到保护主义（１９１４ 年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再次是第二个国际粮食体

制的形成（２０ 世纪 ４０ － ７０ 年代）；最后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以及当

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农业阶段，第三个国际粮食体制乘势兴起（伯恩斯

坦，２０１１：９１ －１２２）。 在整个分析中，资本的逻辑是最重要的线索，其结果

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都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化与专门化，
引起了“去农业化”或“去小农化”的风潮（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２６ － １２７）。

由此，该书最后三章真正落到了“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这一主题

上。 在讨论了农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和延续的经典议题后，伯
恩斯坦发展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第一种方法，即从不同程度上的生产

与劳动力体制的种种形式出发来分析阶级的形成，属于阶级的“经济

社会学”内容。 这些分析透彻地展现了农业和小农的命运如何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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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农业市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５８）。 最后一

章，作者转向了阶级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即关于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的

讨论，其中包含一系列影响政治能动性的深层因素与决定性因素。 伯

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７７ － １８６）列举了当前全球化时代大量的农民运动案

例，体现了“阶级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此作为资本

主义世界“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分析的终点。 所谓“阶级的复杂性”
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隐含了恰亚诺夫传统所强调的顽强的小农生

命力的合理性，这一点预示了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难题，
但伯恩斯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简单地表达他的道德立场，而是以

一种客观、成熟的态度，近乎完美地展示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及其可能结果。 这使得伯恩斯坦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有条件成为农业

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恰亚诺夫传统

在列宁时期，真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挑战的是恰亚诺

夫学派。 恰氏根据长达 ３０ 年的农户跟踪调查，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

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家庭农场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不仅

可以存在下去，而且往往体现出资本主义农场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从而

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以及古典经济学的不适用

性（秦晖，１９９６；侯建新，１９９９；丁长发，２０１０）。 恰亚诺夫（１９９６：５３）认
为，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不同，其运行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

为决定因素。 家庭农场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

及获得它所花费劳动的辛苦程度去理解。 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

未达到，即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过对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时，即使会

付出降低劳动效率和亏损的代价，继续投入劳动仍是有利的，这是家庭

农场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具优势并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基于家庭

生命周期的生物学规律，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会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

者的比例的变化呈现周期性变化。 青壮年夫妇在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

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

人）最多时经济条件最差。 恰氏由此推导出，造成农户间贫富差别的

主要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不是“阶级分化”，由此形成了对当

时官方理论的有力挑战。
恰氏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苏联的政治迫害而死，其思想一度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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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恰氏被“重新发现”，“恰亚诺夫热”从英语世界蔓延

到全球，从农业经济学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直到 ２１ 世纪，仍具有方兴

未艾之势（秦晖，１９９６；侯建新，１９９９；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２０１３）。 范德普勒

格在他的新著《小农与农耕的技艺：一个恰亚诺夫式的宣言》中列举了

恰亚诺夫理论传统的学术谱系及这一传统近一个世纪的理论传承，其
影响遍及全球社会科学界（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２０１３：１９）。 范氏本人的著述

也代表了恰亚诺夫传统的最新进展。 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重估恰亚诺

夫的理论遗产，包括对其最新进展的批判性解读，来呈现这一传统对于

农业社会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价值。
１ 关于恰氏的“社会农学”思想

恰氏自称他们的学派为“组织—生产”学派，这一学派的核心主张

认为，当时的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

学”。 农学家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传播者，更重要的是社会改革的

“组织者”。 在他看来，社会农学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的“社会测量体

系”，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自觉”的运动。 恰氏

借此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新
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以农民文化的“复新”为基础的（秦
晖，１９９６）。 他的社会农学从小农家庭经济行为及其文化的角度出发

解释农业的规律与发展趋势，形成了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真正挑

战，成为后来经济人类学（如波兰尼、萨林斯、斯科特的理论）的重要渊

源。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可以为农业社会学的建设提供启发。 此外，恰
氏从社会角度来思考农业发展及其变革的思路与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思

想方法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氏理论从农民行为及其文化的

角度为农业社会学的微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２ 关于恰氏微观理论的局限性

很多学者发现，在 ２０ 世纪初期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
恰氏基于小农家庭行为及其生物周期的微观理论或许有很强的解释

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地

方的小农经济都深深嵌入世界农业企业和食品帝国体制当中，难以维

持自主性和自足性。 实际上，其传统内部也承认恰氏理论的这一局限

性。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恰氏理论最重要的倡导者沙宁 （ Ｓｈａｎｉｎ，
１９８６ａ：１９）就认识到，“农村社会和农村问题在自身的范围内不再能够

解释得通了，我们必须从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的角度考察比农业更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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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沙宁（ 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６ｂ：１６８）还认为，要详细说明农业的状况，
“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组织单位和过程开始，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需
要理解和分析更为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反应”。 显然，从劳

动力、资本以及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考察农业问题，势必要与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方法合流，对这些领域的分析恰恰是马克思理论

传统的强项。 因此，在当代恰亚诺夫传统的代表中呈现一种马克思化

倾向就不足为奇了。 如范德普勒格（Ｊ． 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的《新小农阶

级》（２０１３）一书，便基于恰亚诺夫立场针对小农阶级在帝国和全球化

时代为自主性和可持续性进行的斗争展开了生动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

展示小农农业的生命力，范德普勒格在书中分析了当代世界的三种主要

农业模式———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模式。 对于后两种农

业模式，范德普勒格最主要的分析方法恰恰来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为了弥补恰氏经典理论微观分析方法的不足，后来的恰亚诺夫主

义者凭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拓展了该理论的宏观分析能

力。 如此，恰亚诺夫传统的当代表达往往是一个马克思的宏观分析与

恰亚诺夫小农立场的组合，由此也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内在张力。 因为

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出发，推演出来的结论必然是小农的消亡，而
不是小农的顽强生命力。 因此，就像马克思理论传统的意义一样，恰亚

诺夫传统对于农业社会学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他的理论分析框架，而
不是他对于小农的同情态度。 本文认为，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农业社会

学传统有可能成为对马克思和恰亚诺夫传统的真正综合。
３ 关于超经济力量因素的作用

根据秦晖（１９９６）的研究，对市场经济力量分析的不足还不是恰氏

理论的致命缺陷，因为在传统条件下市场关系不发达，这一理论可免除

“经济因素”的挑战。 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模式中影响农

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

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

附等超经济力量。 而且市场的作用越小，“经济因素”越不活跃，共同

体对个性的压抑就越强烈；“习俗—指令经济”的色彩越浓，超经济因

素的作用也就越大。 但恰亚诺夫理论却完全无视它的存在。 从秦晖的

分析来看，恰氏理论所忽略的超经济力量最主要的是政治结构与文化

对于农业变迁的影响。 我们看到，以政治结构与文化为代表的超经济

因素恰恰在韦伯对于古代文明农业的分析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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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

相较于马克思和恰亚诺夫，在农业社会学的主流理论中，韦伯似乎

一直是缺席的。 然而，按照施路赫特（Ｗ． 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的说法，韦伯的

学术研究始于对古代和现代农业发展以及资本主义问题的共同兴趣，
这种双重兴趣反映在他第一阶段的著作内容中，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

阶段（２００４：１４０）。 他不仅在早期经济史研究中非常关注“罗马农业

史”问题，而且因其对易北河东岸地区农业状况的现实研究为自己赢

得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苏国勋，２０１６：１２）。 凭借这些研究，韦伯得

以入职弗莱堡大学。 他在发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

讲时，阐述了对于德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引起了强烈

反响（韦伯，１９９７；何蓉，２０１６）。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 １９０９ 年出版的专

著《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中系统阐述了其农业社会学思想。 从

１９０９ 年起，韦伯转向其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这一年是他从一个经济

学家和历史学家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关键一年（Ｆｒａｎｋ，１９７６：１３ － １４）。
本文作者认为，《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

一个足以与马克思、恰亚诺夫比肩的农业社会学的伟大传统。
关于韦伯的农业社会学，首先值得重视的是他使用的概念是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而非北美第一代农业社会学所倡导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在欧洲农业社会学（尤其是瓦赫宁根学派）的影响下，西方

农业社会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２１ 世纪初经历了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到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的当代转向（Ｂｕｔｔｅｌ，２００１）。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兼有农业、农地和农村的含义。 因此，韦伯的农业社

会学从立意上讲就有更宽广的社会取向。 在这一意义上，韦伯构建的

是一个包含面极广的农业社会学框架，这与当代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转

向不谋而合。
韦伯农业社会学总的方法是用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来解释

农业制度的面貌与特征（Ｆｒａｎｋ，１９７６：９）。 在这些解释中，韦伯有时会

认为政治因素支配着经济和智识的发展 （ Ｈｏｎｉｇｓｈｅｉｍ，１９４９：２０１ －
２０４）。 在韦伯那里，“政治的本质是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永不

停息的权力斗争”（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２９），而所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权力

斗争”根本上是源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的差异。 因此，实际

上，《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 发展了一个社会结构的总的概念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３９１），这一概念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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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上述任一方面都可能对农业发展起主导

作用，且几个方面之间常常是相互转化、联动影响的。 这一分析方法充

分体现了韦伯的多元因果论和因果互构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苏国

勋，２０１６：２５８）。
依据上述思想方法，韦伯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色列、希腊

以及希腊化时期、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等古代文明的农业发展史，仔细地

辨析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因素对于农业发展所产生的主要

影响，特别探讨了古代农业与中世纪封建农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

区别与联系。
在德国古代经济史学界“原始派”与“现代化派”论战的背景中

（Ｆｒａｎｋ，１９７６：２５；严鹏，２０１５），韦伯另辟蹊径，通过确立各种理想类型

来勘定古代诸文明的农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 如在政治领域，韦伯发

展了一个包括农民共同体、贵族城邦、官僚制城市王国、重装步兵城邦、
公民城邦、宗仪君主国在内的政体类型（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７７）。 在经济领

域，韦伯继承了毕歇尔（Ｋ． Ｂüｃｈｅｒ）的讨论，在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

民经济的框架内，辨析了包括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王室领地农业、封建

庄园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等概念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 Ｆｒａｎｋ，１９７６：
２７ －２８），并以此来界定各文明国家农业经济的性质。 在社会领域，韦
伯主要讨论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意义。 他详细地论述了各个文明古国的

阶级结构，依据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来界定各阶级的性质，依据自由与非

自由劳动的程度来确定古代经济的性质。 比如，他认为奴隶劳动对于

古代国家的经济性质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这是古代农业不具有封建

农业和现代资本主义农业性质以及后来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６：４７）。 在文化领域，韦伯分析了古代诸文明国家的政治文化、宫
廷消费文化、宗教信仰 ／仪式体系，以及他最为关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问

题。 他非常重视具有进取精神的经济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与农民的传

统习惯之间的冲突。 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即“几千年来，在与资本主义

精神之间的斗争”中（Ｇｅｒｔｈ ＆ Ｍｉｌｌｓ，１９４８：３６７），尤其让他着迷的是这

一过程的文化冲突。 比起建立一种农业资本主义自身的政治经济学，
他更感兴趣的是因资本主义侵入而带来的农村社会文化的转型问题。
韦伯从行为的理性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入手，认为一方面农民的传

统会对农业的理性化产生阻碍；但另一方面，他坚信资本主义农业的技

术优越性最终会战胜农村的传统主义力量（Ｎｅｗｂｙ，１９８３：１１６ －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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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的第四部分探讨了古代文明衰落的

社会原因，在这部分中，韦伯将其总的方法表述为：“第一步任务应该

是清晰地界定古代社会结构的特征。 我们将会看到，古代文明的发展

轨迹是由这些特征所决定的”（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３９１）。
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中，韦伯有时特别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及

其条件形塑着这个国家自由和非自由劳动的相对程度。 他用古希腊、
埃及和罗马的例子证明，古代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统

的影响，而不是相反（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６１）。 “在古代，（与中世纪）相反的

是，一个城邦的一切从建立之初就由政治与军事考虑决定，每个城邦的

发展更是取决于军事活动，因此，古代资本主义由政治力量所塑造”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３５８）。 这种强调政治对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具有决定

性影响的观点，显然是在与马克思进行对话。
然而，韦伯从具体的阶级结构角度对古代经济的分析又无疑是在

向马克思致敬。 根据他的分析，从一开始，古代的社会结构就是城市自

由劳动力与农村非自由劳动力并存的状态；古代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这

两个部门的竞争。 总体上说，古代经济的状态以非自由劳动部门获胜

为结果，这一点与中世纪正好相反（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 韦伯以罗马农业为

例分析了非自由劳动在古代文明中的地位。 他注意到，在一个典型的

罗马农场，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因此无法实现自我再生

产，这就需要通过奴隶市场不断补给劳动力。 这一点成为预示古罗马

文明后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事件来看，很多人都把条顿堡森林

战役作为古罗马文明衰落的开端。 韦伯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但他给出

了一个独特的解释。 他认为条顿堡森林战役作为古罗马衰落的标志，
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方面的深远影

响。 这场战争导致提比略放弃对日耳曼地区的征战，罗马帝国停止扩

张，从而决定了古代文明的和平转向。 它在社会结构上的直接影响便

是奴隶市场的消失，罗马经济于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整个生产体

系难以为继，城市地主不得不允许奴隶成立家庭，完成劳动力的社会再

生产。 其结果便是种植园的奴隶（ｓｌａｖｅ）和隶农（ｃｏｌｏｎｉ）都转变为农奴

（ｓｅｒｆ），成为依附于土地的新阶层。 罗马的社会结构由原有的自由 ／非
自由劳动二元结构演变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秩序。 与此同时，整个

罗马的行政重心由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庄园地主经济成为晚期罗马

帝国政体的赋税、征兵基础，“一系列逐步的变化最终汇聚成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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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封建社会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浮现”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４０３）。
由此，韦伯得出结论：罗马帝国的瓦解是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

结果。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不能适应自然经济的基础结构，帝国的货币

化管理系统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得不因此崩溃（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４０８）。 这

明显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直接运用。 在韦伯看来，这是造成

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社会原因。
在全书的最后，韦伯讨论了他最为关心的整个西欧文明的命运问

题。 他认为他描述的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４０９ －
４１０）：到古代晚期，西欧文明完全变成农村文明；最大多数的非自由人

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有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提升到人的水

平；处于上升势头的基督教赋予他们坚实的道德支持；晚期罗马帝国的

法律也对非自由家庭的权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同时，自由人降到

农奴的位置，古代文明贵族呈现野蛮化趋向。 当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海

岸转移到内陆，奴隶来源枯竭时，自然经济就给古代世界商业上层建筑

强加了一种趋向封建经济的压力。 然而，“随着古代文明基本构架的

衰微和崩塌……整个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冬眠期。 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因

自由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易发展起来，当自然经济转型使市民自由成为

可能，以及当封建权力所施加的内外枷锁被一并挣脱———就像希腊神

话中的安泰神那样时，这一古典巨人才能重获神力，古代的文化遗产才

能在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光照之下得以复兴”（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４１１）。
综上，可以说，韦伯是带着对西方文明发展命运的深切关心来探讨

农业问题的，他由此确立的是一个包含面极广的农业社会学传统，这一

理论给予社会结构诸方面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方法论上坚持多元因果

论和因果互构论，并充分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以获得对农

业及社会整体问题的复杂认识。 可以说，韦伯传统因为既包含马克思

传统中的宏观政治经济分析，又照顾到恰亚诺夫传统中的微观行动及

文化分析，有可能成为综合分析农业问题的基础。 确实，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北美农业社会学就呈现用韦伯主义来对农业社会学进行

综合研究的趋势，突出的代表包括穆尼、沃特默和范德吉斯等人（Ｂｕｔ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８７ － ９２），他们一方面试图避免机械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

经济、政治宏观—结构分析的弊病，凸显富有主观价值的人类行动的意

义；另一方面又试图借此拓展恰亚诺夫学派的分析范围，对全球化时代

的农业问题有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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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及主要议题

农业社会学的三个伟大传统在农业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等方

面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分析农业的思想方法却达到了惊人

的一致。 如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其关键在于考察生产

的社会条件；恰亚诺夫也主张需要的是社会农学，而不是一般的农业技

术学；韦伯更是把农业社会学确立在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结构的分析

框架之上。 纽比在《欧洲社会理论与农政问题：导向一种农业社会学》
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社会学大家的观点不能被生搬硬套到今

天的现实经验中，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一定要“与时俱进”，
但值得汲取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学术洞见。 农业社会学的公理性命

题就是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即任何特定的经济关系都以一系列社

会条件为前提。 纽比在文中以资本主义时代的地权问题为例，雄辩地

证明了地权问题的答案深深植根于价值、习惯、亲属模式、家户结构等

社会性问题中。 他指出：“在这里，农业社会学绝不能被化约为农业经

济学”（Ｎｅｗｂｙ，１９８３：１２０ － １１２）。 本文认为，这一思想方法对于所有农

业问题的分析都是有效的。 这是农业社会学的立基之本，也是为自身

赢得学术地位的可行之道。
因此，从总体上说，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的一门科学，主要包括对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农业的社会起

源、基础、过程，以及农业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对人类社会施加

可能影响的研究。 这是我们今天构建农业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

在农业社会学普及之前，人类对于农业的认识主要由农业技术科

学和农业经济学主导。 作为农业技术科学的农学主要研究与农作物生

产相关的自然科学问题，包括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条件

的关系。 农学以研究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为目标，兼及农业环境、畜牧

生产、食品科学等领域，具有综合性。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经济规律

的科学，主要涉及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这一学科

对于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市场化和国际化背

景下农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有重要的贡献。 因此，农业经济学已经进

７３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



入广义的农学范畴。 而农业社会学尚未在农业科学中占得其应有的一

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
然而，农业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始终深深嵌入在

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与绵长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这是农业社会学的基

本洞见。 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于人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农业的本

质与特性理应有的价值。 这一学科对农业社会本质的独特认识在前述

农业社会学的伟大传统中已充分展现，经典大家均主张，农业不仅仅是

一个技术或经济问题，其本质与特性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文化

视角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在当代农业社会学的发展中，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洞见同样表现得

非常明显。 比如前述当代著名学者伯恩斯坦（２０１１：１，１５）便明确指

出，其学术旨趣在于考察历史与当代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与

动力，“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代世

界多样而复杂的农政历史”。 伯恩斯坦所谓“现代世界”，包括当前全

球化时代盘根错节的世界农业体系及各区域纷繁复杂的农业样态。
当代恰亚诺夫主义者，如诺曼·龙（Ｌｏｎｇ，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和范德普勒

格（２０１３），均在特别突出行动者能动性的同时把理论延伸到结构—行

动分析上来，以延长这一理论传统的解释链条。 范德普勒格（２０１６：
３５）特别强调，农业不是一种输入阳光和水之后就能在另一端自动输

出粮食的机器。 农业中的确存在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但是这些

技术的相互关系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 农业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技

术实践：在农业中，劳动、农民和农场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技术间

的关系是按照其所嵌入的社会实践被形塑的。
至于韦伯传统的当代发展，这一传统价值非凡的一点是从社会文

化的意义系统理解农业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任何一种农业生产

方式都嵌套在生产者一定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中。 理解农业背后的社会

文化传统，是丰富而深刻地理解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路径。 这应该成

为农业社会学认识农业本质及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
实际上，对于农业本质及其特性的上述认识不仅在农业社会学中

得到了认可，还进一步获得了某些前沿农学原理的认同。 比如日本著

名农学家祖田修（２００３，２０１５）提出的“场的农学”概念，不仅从生产、生
活和生态的角度理解农业，而且延展到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认识农业的

本质与特点。 这一认识与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洞见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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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和过程

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把

农业作为因变量，探讨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和过程；另一个方向是把

农业作为自变量，研究农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
从农业的社会起源来看，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创立与变革均

以特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从“刀耕火种”到定居农业、从传统农业到

工业化农业再到生物技术农业，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革新、农业产业

链的延伸乃至全球农业体制的建立，等等，都有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

背景。 正如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６：３９１，４０３）所分析的那样，一种新的农业

形态的出现，其主要动力并不一定来自农业内部。 它往往是社会结构

变动的潜在结果。 因此，传统农业一般对应的是古代社会，工业化农业

则对应现代社会，人类正处在步入生物农业时代的关口。 对于农业变

迁的社会分析，农业社会学有很多工作可做。 譬如对于近期生物技术

农业的兴起，尽管国家政治话语表述积极，国际经济力量的支持更是有

力，但从社会文化氛围来看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这可被视为社会结构

子系统之间相互抵牾的表现；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两三百年前化学农业

的出现同样遭遇了传统农业的顽强抵制。
所谓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与过程，实际上是对农业社会学基本洞

见的运用，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探究农业变迁与

社会结构的交会，从最为微观的农业相关主体的意义系统到最为宏观

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去洞悉促进或制约农业变革的社会力量。 在这

个意义上，现代农业体制在全球的蔓延面对的是各国具体的政治经济

形态和社会文化传统。 新的农业体系侵入的过程很可能是一个排斥、
消灭地方传统农业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遭遇地方农业方式抵制、消化

与融合的过程。 新的农业方式如果没能很好地处理与既有农业社会文

化传统的调适问题，就一定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难题。 这些既有的

社会文化传统，既包括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节
庆习俗、宗教仪式以及价值观念，也包括更为持久的语言、种族、民族、
家庭乃至物质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农

业现代化进程缓解、调适碰撞中的阵痛。
对于中国农业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这里仅以黄宗智（２０１０：

１０ － １８）的新近研究为例，来展示本文所倡导的农业社会学的分析思

路。 黄宗智将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变迁称作“一场隐性革命”，并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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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农业内部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

械化，而是来自农业之外的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 这

一农业结构转型的背后则是包括规模庞大且仍在扩展的非正规经济以

及占社会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在内的中国独特的现代社会形态。 他

的研究仅代表了对于中国农业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例子，类似

的研究很多，但像这样有影响力的扎实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尤其是具有

明确的农业社会学学科意识的研究还非常欠缺，亟待拓展。

（三）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

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也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种关

键性农业技术变革一旦发生，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一旦形成，尤其当它成

为一种主导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形态时，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

发展进程，其影响范围可以触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及地方社会文化的

所有方面。 此外，在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方面，农业的多功能性亦是

农业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恰亚诺夫学派对这一议题尤为关注，有
丰富的研究成果。 范德普勒格（２０１３：１４５）的研究表明，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以小农农场为基础和资源库，实践领域呈现一个显著的趋势，
积极推动了各种新式的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包括农业旅游，自然、景
观和生物多样性，能源生产，优质农产品和地区特产的生产、转化与销

售，残疾人康复，稀缺水资源保护，等等。
祖田修（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在其农学原理和农业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对农

业多功能性的议题有所阐发。 通过考察自工业革命到 ２１ 世纪的农业

思想史，他提出必须彻底转变市场原理至上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农业生

产体系，实现农业的综合功能和可持续发展。 所谓“农业的综合功能”
既包括生存生活层面的经济功能，也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和社会文

化功能。 国内学者朱启臻（２０１３ａ：８３）也对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展了研

究，他建构了“农业的多元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区

分出农业的一级功能和二级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的议题中，目前的研究有一种倾

向，即基本上只讲农业的正功能。 然而，从逻辑上讲，农业的多功能性

也包含农业的负功能或反功能。 之所以出现这一倾向，很可能是因为

大多数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是由对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批判引发

的。 殊不知，首先，现代农业也是农业，化学农业的环境隐患同样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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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能之一；其次，即便是传统农业，是不是就全部发挥的是正功能呢？
对这一命题也需存疑。 客观地分析，小农农业之所以一度成为人类主

导的生产方式，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 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给自足、天
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社会交往、流动机会的局限

性。 根据涂尔干（２０００：２１４）的理论分析，小农经济是一种社会分工不

够充分、道德密度不够强大的机械团结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往往与专

制统治、身份支配、奴役劳动等超社会整合相共生。 只看到小农经济在

生产、生活生态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正功能，看不到这种经济类型可能

的局限性，不是农业社会学应有的态度。

（四）农业社会学的应用

在夯实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农业社会学在很多经验领域当有

非凡的应用价值。 这一学科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职业农民培育、农业合

作组织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社会政策制定、精准

扶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动物福利、食物主权、生
物技术伦理等领域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行动可能。 对于倡导一种环

境友好、社会公正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进程与乡村发展，农业社会学

无疑可以发挥有益且有力的作用。 以上方面共同构成了农业社会学的

基本原理及分析框架，可用下表概括之。

　 　 　 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议题

农业社会学 主要内容 主要议题

基本原理
农业的社会本质与
特性

农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问题，作为人类一种
基本的生产方式，它始终深嵌在政治经济结构与社
会文化传统之中

分析框架

农业的社会起源、
基础与过程

农业的发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交会作用，洞悉促
进或制约农业变革的社会力量

农业的社会功能与
影响

农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如全球农业体
系、食品帝国、农业的多功能性

应用领域
农业社会学的应用
领域

农业可持续发展、职业农民培育、农业合作组织建
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社会政策
制定、精准扶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粮食安全、食
品安全、动物福利、食物主权、生物技术伦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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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农业社会学的现状与前景

（一）农业社会学与农业科学

正如纽比所言，西方农业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坚守社会性的

首要地位来体现这一学科与农业经济学及农业技术科学的不同。 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学科不仅在农业的基本问题上拓展了自身的研究

领域，还通过深入农业经济及农业技术腹地，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价值，
逐渐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有明确意识的农业社会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人们对于农业的认

识以及国家政策的制定还主要由农业技术科学和农业经济学主导，现
实中众多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偏差与缺乏农业社会学的有力参与不无关

系（朱启臻，２０１３ａ：６ － ３３）。 比如，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涉农政策在执

行过程中总是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一些理论上认为可行的措施在实

践中经常遇到阻力或大打折扣。 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既有实践

没能在理论和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于农业的

复杂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因此，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建设任务首先是通过自身的独到研究积

累成果、展现价值，努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农业科学家族的一员。 在这一

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与农业技术科学、农业经济学的分工、对话问题。
这种分工与对话并不是各划区域、互不干扰，而是需要相互渗透、充分

交流。 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生长点恰恰在于对

中国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最前沿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开展研究，积
极发声，影响政策与实践。

（二）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

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兴起是为挽救传统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出现

的。 中国目前也正处在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

农村与农民问题的长期性。 事实上，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农村社会学与农民研究并未走向衰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仍然是社

会学及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甚至热点问题。 中国将迎来农业社会

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长期并存的时代。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业社会学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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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有助于补足社会学在农业研究上的短板，对于真正综合、系统地理解

与解决烦难的“三农问题”有重要意义。 只有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

学及农民研究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望得到解

决。 在这一点上，当代农业社会学借助古典传统返古辟新，走向恢宏而

细致的农政研究（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无疑为打通和融汇“三农问题”提示

了一条可期的新路径。
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也存在分工和合作问题。 农

业社会学一方面有可能突入农业技术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领地，为传

统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带来新的议题和境界；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学

发展的动力之源恰恰在于它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的丰富传统中汲

取营养。 实际上，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已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央及

地方政府行为、社会文化传统与农业和农民的关系等议题上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怎么把社会学中已有的关于农业、
农民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总结、凝练、提升到农业社会学的范畴，形成

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更有成效地展现农业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无疑

是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和

文化别具一格，在研究农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

于西方农业社会学传统的道路，从而为本土社会学贡献力量。

（三）农业社会学与农业文明研究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文明体之一，农业文明是其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称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一点也

不为过。 因此，农业社会学关注农业文明就是关注中华文明的命运及

其走向。 本文认为，农业社会学对于农业文明的研究可以从历史、比较

和现实三方面展开。 在这一点上，韦伯已经开启了最值得借鉴的传统。
韦伯正是在对西方文明命运的关怀下展开他的农业社会学研究的。 中

国的农业社会学能否像韦伯研究的那样走进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历史境

地，剖析每一次重大农业变革与社会结构力量的交会互动，然后抽身出

来、放宽视野，在与世界诸文明的比较中洞悉农业文明的走向，开启中

华文明的未来，这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重大课题。 同时，基于中国

几千年独特的农业文明传统，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有望真

正形成中国特色，为世界农业社会学研究贡献力量。
在实践层面，农业社会学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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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闵庆文等，２０１１；乌丙安、孙庆忠，２０１２；李文华、
孙庆忠，２０１５）。 与农业社会学的其他议题一样，这项工作还有很大的

开展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农业文明体，如何更好

地研究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和价值。

（四）通过研究前沿问题来展示农业社会学的价值

急速发展中的中国现场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一大宝库。 农业现代

化进程为农业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 从最远古的农业文化遗

产到最前沿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从最传统的小农农业到最“先进”的资

本主义公司农业，中国都有现成的案例。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农业

面源污染、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动物伦理、家庭农场、休闲

农业、都市农业等层出不穷但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均值得农

业社会学加以关注。 惟有通过细致、系统的研究，农业社会学才能逐步

展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 当农业社会学的

思想方法得到普及时，这一学科才有可能获得承认并进入国家政策考

虑的范畴，从而成为推动实践发展的科学依据。

五、简短的小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

诞生。 中国当前正处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

破土新生，近年来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本文追溯了农业社会学的三个

理论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恰亚诺夫传统以及韦伯的农业社会

学，尝试凝练农业社会学的思想方法。 本文发现，农业社会学的三个伟

大传统在农业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形成了观点迥异的理论

主张，但它们分析农业的思想方法却有惊人的一致：三大传统不仅仅是

在技术和经济的层面讨论农业，更坚守社会性的首要地位，把农业置于

含义丰富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脉络之中进行思考。 本文认为，这是农业

社会学的立基之本，也是其赢得学术地位的可行之道。
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以呈现农业社会

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议题。 总体而言，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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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一门科学。 它可以从农业社会学原理、农业社会学分支以及应

用农业社会学几个方面进行建设并开展研究。
中国农业社会学可以在与农业技术科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

以及农民研究充分对话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地体现自身的学科洞见、运
用自身的思想方法，开展经验研究，积累学术成果，为本土社会学及世

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 在应用领域，农业社会学可以在一些涉及农

业文明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和诸如精准扶贫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热点问

题上积极发声，并倡导政策与实践行动。 如此，这一学科的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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